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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分析土地整治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探讨影响二者耦合程度的因素，对喀斯特山区有序开展土地整
治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贵州省为例，利用贵州省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土地整治和经济发展
相关数据，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土地整治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态势。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地整治与经济发展

水平耦合协调程度逐年升高，但仍然未达到高水平的耦合及优质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发展趋势迅速，但耦合协调发展

水平还有待提高，亟待采取相应的措施培养重要集聚极点。因此，维持耦合发展势头、进一步强化土地整治；加强试点

研究，突破协调发展瓶颈；培养重要集聚极点，针对不同区域采取不同的整治策略，是促进贵州省土地整治与经济协调

发展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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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正面
临土地开发空间收窄、资本投入无序低效、耕地过度非农化、

生态环境恶化、城乡差距扩大等现实问题［１－２］。土地整治是

改善盘活土地存量、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城乡统筹、助力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和平台［３－４］，从而对支撑区域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

发［２０１８］１号）要求，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战略，大规模推进
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整治已上升为国家层面的

战略部署。

我国具有现代意义的土地整治发展较晚［５］，已有的研究

大多数是针对土地整治模式、土地整治效益、土地整治项目管

理、土地整治规划设计等方面。土地整治通过“盘活土地存

量、优化土地流量、提高土地产能”等方式，能更好地推动区

域经济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可为土地整治的实施提供资金

与技术支持。然而，对于如何衡量土地整治与区域经济发展

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实现在特定经济条件下合理有序地开

展土地整治，目前鲜有学者开展相关研究。刘海楠以山东省

为研究对象，探讨土地整治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及路

径，表明土地整治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促进作用［４］。齐

福佳以江苏省宝应县为例，对土地整治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耦合

关系进行研究，指出宝应县农村土地整治与经济发展系统是低

水平下的高度耦合，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３］。

以贵州省为代表的喀斯特山区土层浅薄，水土流失严重，

生态环境敏感而脆弱［６］，当地居民生存条件的改善和经济可

持续发展成为世界性难题［７］。加之近年来城镇建设占用大

量耕地，给本地脆弱的喀斯特山区带来了一系列挑战。本研

究以贵州省为例，通过详细分析土地整治与经济发展的耦合

关系，探讨影响二者耦合程度的因素，以期对喀斯特山区有序

开展土地整治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地处云贵高原东部，西南岩溶腹地，位于１０３°３７′～

１０９°３２′Ｅ、２４°３７′～２９°１３′Ｎ，全省面积为１７．６１万 ｋｍ２［８－９］，
是我国喀斯特地貌最完整、分布面积最广泛的省份［１０］。由于

褶皱、断层和侵蚀作用，境内地表崎岖破碎，地貌类型复杂多

样，山地、峡谷、丘陵、河谷和山间洼地等相互交错，呈现“地

无三里平”的山原地貌特征。贵州省国土面积中山地占

７１３４％，丘陵占２０．９７％，而平川坝地仅占７．６９％，严重制约
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此外，山多坡陡的地表结构、岩溶发育强

烈，加剧了斜坡体上水、土、肥的流失，造成耕地后备资源短

缺，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背景下，耕地保护形势十分严峻。因

此，实现土地整治与经济协调发展是贵州喀斯特山区面临的

重要课题。

１．２　数据来源
本研究建立的土地整治和区域经济水平指标体系共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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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个可量化指标。选取土地整治规模（ｘ１）、投资额（ｘ２）、新增
耕地面积（ｘ３）、投资强度（新增耕地单位面积平均投资（ｘ４）４
个相关指标反映土地整治范围、效益和强度，数据均来源于贵

州省土地整治中心。选取地区生产总值（ｙ１）、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ｙ２）、固定资产投资总额（ｙ３）、第一产业比重（ｙ４）、种植
业增加值（ｙ５）５个指标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数据来
源于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１．３　指标体系的建立及权重的确定
依据可操作性、科学性、系统性、综合性等原则，设置能够

反映土地整治范围、效益、强度的变量指标和能够反映经济发

展水平的指标。借鉴张俊峰等研究［１１］，采用土地整治规模、

投资额、新增耕地面积、新增耕地单位面积平均投资４个相关
指标反映土地整治范围、效益和强度，分别用 ｘ１、ｘ２、ｘ３、ｘ４表
示。参考齐福佳的研究成果［３］，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科

学性，选取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第一产业比重、种植业增加值５个指标反映区域经济发
展水平指标，分别用ｙ１、ｙ２、ｙ３、ｙ４、ｙ５表示（表１）。

指标权重的确定直接关系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权重不同

可能会带来研究结果的差异。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主要分为

主观法、客观法等２类，单独使用其中一类，会因主观性过强
或客观性过强可能造成结果与实际存在偏差［１２］。因此，本研

究选取主观法中的“层次分析法”和客观法中的“熵值法”并

将其相结合，运用乘数合成法将２种赋权法得出某一指标的
权重，再经过极差法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得到最终的指标综合

权重（表１）。计算公式为：

θｉ＝∏
ｋ

ｊ＝１
ωｉ（ｊ）／∑

ｍ

ｉ＝１
∏
ｋ

ｊ＝１
ωｉ（ｊ）。 （１）

式中：ωｉ（ｊ）为第ｉ个指标的第ｊ种赋权方法得到的权数；θｉ为
归一化处理后的综合权重；ｊ＝１，２，３，…，ｋ；ｉ＝１，２，３，…，ｍ。

表１　指标体系及权重

目标层 指标层 客观权重 主观权重 综合权重

土地整治 整治规模（ｘ１） ０．０９７ ０．１４３ ０．０４８８
投资额（ｘ２） ０．３７４ ０．２２６ ０．２９７６
新增耕地面积（ｘ３） ０．２０３ ０．１６３ ０．１１６５
新增耕地单位面积平均投资（ｘ４） ０．３２６ ０．４６８ ０．５３７１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地区生产总值（ｙ１） ０．１７５ ０．３３５ ０．３１６４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ｙ２） ０．１７３ ０．３３２ ０．３１００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ｙ３） ０．１８１ ０．０９３ ０．０９０９
第一产业比重（ｙ４） ０．２６６ ０．０５２ ０．０７４７
种植业增加值（ｙ５） ０．２０５ ０．１８８ ０．２０８０

１．４　综合指数函数
假设ｆ、ｇ分别表示土地整治系统和区域经济发展系统，

ｆ（ｘ，ｔ）和ｇ（ｙ，ｔ）分别是度量它们发展水平的函数，其中 ｔ是
指时间，表示某一年度，ｘ、ｙ分别为系统ｆ与ｇ的特征指标。

则土地整治综合指数函数为：

ｆ（ｘ，ｔ）＝∑
ｍ

ｉ＝１
θｉｘｉ。 （２）

　　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函数为：

ｇ（ｙ，ｔ）＝∑
ｎ

ｊ＝１
θｊｙｊ。 （３）

式中：θｉ、θｊ分别表示土地整治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的综
合权重；ｘｉ和ｙｊ分别为土地整治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原始指
标经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标准化的处理方法采用极值法；

ｆ（ｘ，ｔ）表示土地整治综合指数，土地整治综合指数越高，表明
整治强度越大，整治水平越好，反之越差；ｇ（ｙ，ｔ）分别表示经
济发展综合指数函数，其值越大，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反

之越差。

１．５　土地整治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性测度
土地整治通过“盘活存量、优化流量”，缓解用地供需矛

盾，调整和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

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而土地整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一般来讲，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土地

市场也相对比较活跃，更有利于土地整治工作的顺利开展以

及整治规划的稳步实施。因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为土地

整治的实施提供了技术和资金支撑。基于耦合理论，将土地

整治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２个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彼此影

响的现象定义为２个系统的耦合。据相关研究成果［１２，１４－１６］，

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土地整治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

程度进行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Ｃ＝ ｆ（ｘ，ｔ）×ｇ（ｙ，ｔ）
［ｆ（ｘ，ｔ）＋ｇ（ｙ，ｔ）］{ }ｋ

１
ｋ

。 （４）

式中：Ｃ为耦合度值，其取值范围为［０，１］，Ｃ值越大，说明２
个系统的相互作用越强；ｋ为调节系数，因涉及到土地整治和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２个系统，故ｋ取２。

耦合强调的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可以整

体上把握系统发展态势的一致性程度，但忽视了系统间要素

以及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作用关系［１２］。土地整治与经济发

展是２个动态的、交错的、非均衡的过程，不同耦合阶段下要
素与要素间作用关系和配合程度不同，因此引入协调度模型

来描述要素间的互动关系，其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Ｄ＝ Ｃ·槡 Ｔ； （５）
Ｔ＝αｆ（ｘ，ｔ）＋βｇ（ｙ，ｔ）。 （６）

式中：Ｃ为土地整治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Ｔ为土地整
治与区域经济发展综合水平；α和β为待定系数，综合考虑目
前土地整治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程度，认为区域经济发展

水平的提高既可以促进土地整治的开展，又有利于农民经济

状况的改善，其重要性更大一点，故本研究取 α＝０．４，β＝
０６；Ｄ为土地整治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度，其取值范
围为０～１，Ｄ值越大，说明２个系统的协调程度越好。依据
相关文献说明［３，１２］，耦合度和协调度的标准划分如表２、表３
所示。

—５３３—江苏农业科学　２０１９年第４７卷第１７期



表２　耦合度类型评判标准

耦合度 耦合类型 耦合情况

０＜Ｃ≤０．３ 低水平耦合阶段 两系统发展相关性较小，较低水平的耦合状态

０．３＜Ｃ≤０．５ 拮抗阶段 两系统处于一种过程阻抑另一种过程的状态

０．５＜Ｃ≤０．８ 磨合阶段 两系统处于磨合阶段，开始良性耦合

０．８＜Ｃ≤１ 高水平耦合阶段 两系统处于高度耦合状态

表３　协调度发展阶段评判标准

协调度 协调等级 ｆ（ｘ，ｔ）与ｇ（ｙ，ｔ）的对比 协调发展类型

０＜Ｄ≤０．３ 严重失调 ｆ（ｘ，ｔ）／ｇ（ｙ，ｔ）＜０．８ 严重失调土地整治滞后型

０．８≤ｆ（ｘ，ｔ）／ｇ（ｙ，ｔ）≤１．２ 严重失调拮抗型

ｆ（ｘ，ｔ）／ｇ（ｙ，ｔ）＞１．２ 严重失调经济滞后型

０．３＜Ｄ≤０．５ 濒临失调 ｆ（ｘ，ｔ）／ｇ（ｙ，ｔ）＜０．８ 濒临失调土地整治滞后型

０．８≤ｆ（ｘ，ｔ）／ｇ（ｙ，ｔ）≤１．２ 濒临失调磨合型

ｆ（ｘ，ｔ）／ｇ（ｙ，ｔ）＞１．２ 濒临失调经济滞后型

０．５＜Ｄ≤０．７ 初级协调 ｆ（ｘ，ｔ）／ｇ（ｙ，ｔ）＜０．８ 初级协调土地整治滞后型

０．８≤ｆ（ｘ，ｔ）／ｇ（ｙ，ｔ）≤１．２ 初级协调同步发展型

ｆ（ｘ，ｔ）／ｇ（ｙ，ｔ）＞１．２ 初级协调经济滞后型

０．７＜Ｄ≤０．９ 良好协调 ｆ（ｘ，ｔ）／ｇ（ｙ，ｔ）＜０．８ 良好协调经济主导型

０．８≤ｆ（ｘ，ｔ）／ｇ（ｙ，ｔ）≤１．２ 良好协调同步发展型

ｆ（ｘ，ｔ）／ｇ（ｙ，ｔ）＞１．２ 良好协调土地整治主导型

０．９＜Ｄ≤１．０ 优质协调 ｆ（ｘ，ｔ）／ｇ（ｙ，ｔ）＜０．８ 优质协调经济主导型

０．８≤ｆ（ｘ，ｔ）／ｇ（ｙ，ｔ）≤１．２ 优质协调同步发展型

ｆ（ｘ，ｔ）／ｇ（ｙ，ｔ）＞１．２ 优质协调土地整治主导型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综合指数函数分析
根据式（２）、（３）的土地整治和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函数公

式计算得出土地整治和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函数结果（图１）。
由图１可知，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间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函数值逐年
增大，且基本上呈直线增长趋势，经济发展水平逐年增高，计

算结果与贵州省经济发展状况相符。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土地整
治综合指数函数呈“增大—减小—增大”的趋势；在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年，土地综合整治呈逐年上升趋势；在２０１５年，土地整
治综合指数函数由０．４１降低到０．３１，可能原因主要是“十二
五”上级下达的贵州省土地整治任务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已经基
本完成，贵州省各地区２０１５年实施的土地整治项目较少，致
使２０１５年土地整治强度降低；自２０１６年开始，原国土资源部
下达省“十三五”土地整治任务，同时贵州省将土地整治任务

下发至各地区，为完成整治任务，土地整治综合指数在２０１６
年之后又呈增大趋势，土地整治强度增大。

从土地综合指数函数值与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值的对比来

看，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土地整治综合指数函数值小于经济发
展综合指数函数值，属于经济发展滞后型；在２０１３年之后，经
济发展综合指数函数值大于土地整治综合整治函数值，属于

土地整治滞后型。

２．２　耦合／协调度分析
２．２．１　耦合度分析　由图２可知，研究期间贵州省土地整治
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逐年增大，耦合度值由０．２０逐步增
大到０．６４，表明２个系统处于不断发展阶段，２个系统的耦合
水平不断提高。在２０１１年，土地整治与经济发展水平２个系
统耦合度值为０．２２，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
２个系统耦合度值在０．３０～０．４６之间，处于拮抗阶段，表明２

个系统处于一种过程阻抑另一种过程的状态，可能原因是土

地整治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具有滞后性，但从耦合度数值可

看出，这种阻抑程度逐渐减弱，说明土地整治促进经济发展尤

其是农业经济的发展效果开始逐步显现；在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
耦合度分别为０．５５、０．６４，处于磨合阶段，开始良性耦合。
２．２．２　协调度分析　由图２可知，研究期间贵州省土地整治
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度逐年增大，协调度值由０．１２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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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５，表明 ２个系统的协调水平逐年升高。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２个系统的协调度小于０．３，处于严重失调阶段，说明土地
整治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协调
度大于０．３且小于０．５，处于濒临失调阶段，土地整治与经济
发展的协调程度较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有所提升，但２个系统的发
展水平仍处于不匹配状态；在２０１６年，土地整治与经济发展
的协调度为０．６１，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协调程度有所提升，２
个系统开始处于初步匹配状态；在２０１７年，土地整治与经济
发展的协调度为０．７５，处于良好协调阶段，２个系统协调程度
进一步提升，土地整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

２．３　耦合协调评判结果与分析
由“２．２”节部分的计算结果及分析结果可知，在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年，贵州省土地整治与经济发展２个系统处于低水平耦
合下的严重失调阶段，属经济滞后型。此阶段是贵州省完善基

础设施的重要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支撑当时的土地整治

任务，从土地整治与经济发展综合指数的比值可以看出，经济

发展滞后的情况正在缓解；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土地整治与经济
发展水平处于拮抗阶段，２个系统处于磨合期，土地整治与经
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的情况正在改善；在２０１５年，２个系统还
处于拮抗阶段，由于土地整治受到政策因素限制，虽然贵州省

“十二五”时期的土地整治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但土地整治明

显不匹配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在２０１６年，２个系统处于磨合
阶段，系统耦合程度得到发展，但仍还处于初级协调土地整治

滞后型，土地整治与当年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匹配；在２０１７
年，２个系统仍处于磨合阶段，但土地整治与经济发展水平的
匹配程度进一步好转，属于良好协调经济主导型（表４）。

表４　耦合协调发展阶段评判

年份 ｆ（ｘ，ｔ）／ｇ（ｙ，ｔ） 耦合协调发展阶段

２０１１ １８．３２２１ 低水平耦合、严重失调经济滞后型

２０１２ １．５０７０ 低水平耦合、严重失调经济滞后型

２０１３ ０．９６５５ 拮抗阶段、濒临失调磨合型

２０１４ ０．８９５１ 拮抗阶段、濒临失调磨合型

２０１５ ０．４６２５ 拮抗阶段、濒临失调土地整治滞后型

２０１６ ０．５８９９ 磨合阶段、初级协调土地整治滞后型

２０１７ ０．７２９５ 磨合阶段、良好协调经济主导型

３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选取贵州省作为喀斯特山区的代表，对其土地整

治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研究

期间土地整治与经济发展水平２个系统经过不断发展，耦合
协调程度逐年升高，但仍未达到高水平的耦合及优质协调阶

段。耦合协调发展迅速，但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亟

待采取相应的措施培养重要集聚极点。针对本研究结果提出

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维持耦合发展势头。根据研究结果，近几年应进一

步加大土地整治的投资力度，做好土地整治工作。按照“耕

地保护、生态建设、绿色发展”三大原则，以提升粮食产能为

着力点，大力推进农用地整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贵州现

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加大政策、项目、资金支持，拓展资

金渠道，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土地整治；强化绿色土地整治，贯

彻“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大力推进废弃、退

化、污染、损毁土地治理、修复，促进土地资源永续利用。

其次，突破协调发展瓶颈。加强试点研究，探索土地整治

要素与经济发展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自然条件、经济技术

水平、政策措施等多个角度寻找阻抑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土

地整治作为一项民生工程，受到政策的影响较大，进而影响２
个系统间的协调程度，应进一步立足于研究成果，在特殊时期

采取特殊政策维持土地整治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

水平。

最后，注重培养集聚极点。土地整治作为国家重大战略，

在当前经济进入新常态背景下，土地整治应结合山地特色高

效农业发展，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优质服务；结合城

乡统筹发展，应大力推进城乡散乱、闲置、低效建设用地整理，

促进黔中城市群发展，推动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和山地特色新

型城镇化发展；结合贵州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较差的实际，大

力推进贫困地区土地综合整治，助力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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